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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5—2019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对“双碳”目标下中国区域绿

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度分析。结果表明：(1)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升有降，

整体水平较低。试点后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水平总体提升；(2)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分异明显，

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递增的特征；(3)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程度不断增

强且以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为主，热点区扩散分布于西部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东西部区域差距

较大且呈加深趋势；(4)绿色保险、绿色社会投资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是影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且

各区域阻碍因素各异。(5)指标层障碍因子中，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对绿色金融发展阻碍作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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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政府提出“30·60”双碳目标，即碳达峰与碳中和。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国家财

政、金融、产业、区域等各类政策的支持，其中，绿色金融作为实施绿色发展的重要方面，可以引导绿色资源配置，促进低碳经

济高质量发展。当前，在顶层设计层面，为促进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和

宏观市场环境，绿色金融在推动整体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已初见成效。然而，在基层实践层面，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缺乏统一评测，各地绿色金融发展的障碍因素不同，缺乏有效抓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成效也有待检验。鉴于此，

本文在“双碳”目标新环境下，构建符合我国绿色发展要求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综合测度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金融

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评估考核与地方政府因

地制宜发展绿色金融提供参考，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绿色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健康发展，为“双碳”

目标的实现贡献金融力量。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机构视角来评价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由于银行最早实施绿色金融政策，因此以银行为主体进行的研

究很多。例如，Jeucken[1]通过建立五维指标评价体系，对不同地区多家大型银行的绿色金融发展阶段进行了调查；Stre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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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ghan[2]以银行的三条不同绿色通道为基础建立指标，对银行在运营过程中的节能环保绩效进行了评价。国内早期对绿色金融

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如李若愚[3]从国家层面对我国绿色金融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刘金石[4]从省级层面对绿

色金融进行了调查；樊明太
[5]
认为，对我国来说建立绿色金融评价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之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对绿色金

融发展水平的定量研究。如曾学文等[6]通过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了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张莉莉等[7]从企业视

角用 DEA和熵值法测算了国家、省、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效率；方建国和林凡力[8]测度分析了区域绿色金融的发展差异及

其影响因素。虽然现有文献关于评价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然而，传统碳金融指标一般用温室气体年减排量和

CDM 交易量表示，仅关注碳减排量而忽视了碳吸收量，且 CDM是 1997 年《京都议定书》中的一部分，自 2016 年美国退出后，已

被《巴黎协定》取代，因此，传统的碳金融指标可能已经不适用于新时代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和评

价。 

此外，在“双碳”目标与绿色金融的关系研究中，冯爱青等[9]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保险应对方法；中国人民

银行党校第 38期学员绿色金融课题组和吴显亭[10]研究了碳中和目标进程中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机遇和制约因素；安国俊[11]探讨

了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创新路径；钱立华等[12]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指导下分析了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学者

们对两者的关系仅从定性的角度进行了讨论，而目前已有学者将碳中和目标纳入某些指标的测算中。如何宇[13]构建碳中和背景

下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框架；陈军华等
[14]
将森林碳汇纳入评估指标体系，测算碳中和角度下四川省的低碳效率。可

见，碳中和是可度量的，将碳中和水平纳入绿色金融指标体系中是切实可行的。 

综上所述，关于区域绿色金融综合评价的文献已经比较丰富，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但本文认为仍然可以

从以下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第一，在“双碳”目标下，将碳中和水平进行量化度量纳入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更符合新时代双碳

目标的发展要求，因此本文加入碳中和金融支持率这一指标，以碳中和的直接融资支持效率与碳中和的间接融资效率来合成；第

二，以往文献在建立指标体系时主要使用总量数据，这种评测方式只反映了存量数据的优劣，使得区域越大或者经济体量越大最

终指标越优，忽视了指标可比性问题，评测结果的科学性不强，为此，需要建立区域可比性指标体系，并从评测得分排名的变化

趋势得出评价结果；第三，量化研究影响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的主导障碍因素，解释影响绿色金融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原因，并给

予相应的建议，为今后政府绿色金融相关决策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1 绿色金融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1.1 绿色金融指标的选取 

根据前人的研究和《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绿色金融概念的界定以及政策的支持，结合独特的“双碳”发展

视角，本文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社会投资及碳中和金融支持率五个方面分别构建了含 10个指标的绿色金融

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1。 

表 1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定义 编号 单位 指标方向 

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规模占比 五大行①绿色信贷总额/贷款总额 X1 % + 

高耗能产业利息支出占比 六大高耗能产业②利息支出/工业产业利息支出 X2 % - 

绿色证券 

环保企业市值占比 环保企业总市值/A股总市值 X3 % + 

高耗能产业市值占比 六大高耗能产业总市值/A股总市值 X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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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保险 

绿色保险规模占比 农业保险收入/财产险收入 X5 % + 

绿色保险赔付率 农业保险支出/农业保险收入 X6 % + 

绿色社会投资 

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占比 治理环境污染投资/GDP X7 % + 

节能环保公共支出占比 节能环保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总额 X8 % + 

碳中和金融支持率 

碳中和直接融资支持效率 碳中和率/环保企业市值占比 X9 % + 

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 碳中和率/绿色信贷规模占比 X10 % + 

 

注：①五大行指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②六大高耗能产业指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

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指标体系的选择中，绿色信贷反映了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支持程度，以及对高耗能行业的限制程度，因此，本文的绿色信

贷指标选取了两个指标：绿色信贷规模占比和高耗能产业利息支出占比。绿色证券指标选取了环保企业和六大高耗能产业的市

值占比，反映了节能环保行业和高耗能行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情况。绿色保险有利于加强环境监督，减少和快速应对污染事

故，但鉴于环境污染责任险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曾学文等[8]的做法，用农业保险规模和农业保险赔付率代表绿色保险的发展

水平。绿色投资可以有效拓宽融资渠道，它是一项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旨在促进节能减排项目的有效实施，实现污染控制，

本文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例和节能环保公共支出这两个指标。以上指标均参考曾学文等[6]的做法，由于曾学文等[6]测度的是

我国整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本文的测度需要细分到各个省份，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以上指标在此基础上做了适当调整。 

碳中和金融支持率，用两个指标衡量，一是碳中和直接融资支持效率，用碳中和率占环保企业市值的比重表示；二是碳中和

间接融资支持效率，用碳中和率占绿色信贷规模的比重表示。这两个指标反映了金融业对碳中和项目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力度。

其中，碳中和率也被称为碳补偿率，某地区碳吸收与碳排放的比值称为碳中和率，公式表示为： 

 

式中：ci为碳中和率，cs为碳吸收量，cp为碳排放量。ci越低，说明该省份的碳吸收能力越弱；反之，则说明碳吸收能力越

强；ci越接近1，说明越接近碳中和目标。 

本文中碳吸收量用人工森林、耕地、绿地以及湿地的生态固碳总值代替，具体计算方法参考余光辉等[15]的研究；碳排放量用

各省份能源消费碳排放代替，包括柴油、焦炭、煤炭、煤油、汽油、燃料油、天然气、原油，计算方法采用 IPCC 法。本文设置

的碳中和金融支持率这一指标更具时代价值，原因在于，这里的金融支持不仅包括传统的碳排放企业，还包含碳吸收相关企业和

项目，适合“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发展要求。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权-灰色关联法 

熵权法是根据各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来确定熵权的一种客观赋权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基于各因素之间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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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相似或不同程度来衡量事物与因素之间关联度的方法，在动态分析上具有优势[16]。本文基于指标数据量有限、指标数据变异

程度存在不确定性等特点，为增强评价指标体系赋权的客观性，运用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进行动态评价。熵权-灰色关联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标准化处理和计算指标值比重。首先，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其次，计算指标值比重。 

 

式中：xij为第 i个年份第 j 个指标的数值， 为标准化值，min(xij)为第 j项指标的最小值，max(mij)为第 j项指标的最大

值，yij为指标值比重。 

(2)熵权法求权重。 

首先，信息熵值 ej和信息效用值 dj的计算。 

 

式中：ej为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m为观测值数；K=1/lnm，为常数；dj为信息效用值。 

其次，计算各指标权重。 

 

式中：Wj为第 j项指标的权重，n为指标个数。 

(3)灰色关联法求关联度。 

首先，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参考序列即：xi=(xi1,xi2,…,xin)(i=1,2,…,m)。 

比较序列由各指标的最优值组成，由于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隶属于区间[0,1]。因此，选取各指标的最大值作为比较序列

x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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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计算关联系数。 

 

式中：ρ为分辨系数，0≤ρ≤1，一般取ρ=0.5 时有较高的分辨率。 

最后，计算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的加权关联度。 

 

式中：wj为熵权。关联度 ri 反映评价对象与最优状态的亲密程度，ri 值越大，表示第 i 个评价对象与最优状态的贴近度越

高。因此，可以根据各评价对象的关联程度对其进行排序与分类。 

1.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有效揭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本文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 

即从整体上研究区域内绿色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一般用Moran’sI 来衡量[17]，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一般为-1≤I≤1，

当指数为正时表示各省份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当指数为负时表示各省份具有负的空间相关性。指数越大，集聚程度越高。计算

方法如下： 

 

式中：xi和xj为省份 i和 j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为所有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均值，n为研究省份的数量，Wij为邻接

空间权重矩阵。 

(2)局部空间自相关。 

通常用 Moran散点图来表示局部的空间关联性，分为四种集聚类型：高—高(H-H)集聚类型，表示观测值高的区域周围也是

高值区域；低—高(L-H)集聚类型，即低观测值区域周围为高值区域；低—低(L-L)集聚类型；高—低(H-L)集聚类型。 

在上述局域空间自相关的识别基础上，采取 热点分析更加准确地测度判断绿色金融发展的局域空间关联以及集

聚分布状况，识别不同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热点区与冷点区，如果省份 i及周边城市 值大于均值，则说明属于热点区，即

高—高集聚区，如果省份 i及周边省份 值小于均值，则说明属于冷点区，即低—低集聚区。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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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进行标准化处理： 

 

式中： 的数学期望和方差。 

1.2.3 障碍度模型 

本文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阻碍绿色金融发展的因素，综合评价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引入了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

度三个指标来诊断中国区域绿色金融的障碍因子，计算方法如下。 

(1)因子贡献度 Wj为第 j项指标的权重。 

(2)计算指标偏离度。 

 

式中：Oij为指标偏离度，xij为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3)计算障碍度。 

 

1.3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是 2015—2019 年中国 30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及西藏地区)的数据。绿色信贷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

《中国工业年鉴》、中农工建交五大行的社会责任报告，由于官方公布的绿色信贷数据并未细分到各省份，因此，省级绿色信贷

规模借鉴管毓洁[18]的研究，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不同省份的各银行的网点数量作为权数，计算出该银行各省

份的绿色信贷余额。绿色证券的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其中环保企业总市值参考张莉莉等[9]的研究，用绿色环保相关概念板块

中的各省份公司总市值代替，共选取了环保产业、大气治理、CDM 项目、尾气治理、碳中和等 17 个概念板块；绿色保险的数据

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绿色社会投资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碳中和率的相关数据来自各省

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耕地碳吸收系数参考肖红艳等[19]、彭文甫等[20]的研究，把其定为 0.007 吨碳/公顷；林地

碳吸收系数参考谢鸿宇等[21,21]的研究，定为 3.81 吨碳/公顷；绿地以公园绿地、公共绿地、道路绿化带等为主，固碳水平采用国

家绿地平均固定二氧化碳水平，为 3.46吨碳/公顷；湿地碳吸收系数参考段晓男等[22]的研究，定为 0.57 吨碳/公顷；各能源的碳

排放系数折算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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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时空分析 

2.1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时间特征分析 

依据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和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模型，对我国 2015—2019 年 30 个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

果如表 3所示。 

表 2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折算表 

能源大类 低位发热值 F/(kJ/kg) 碳排放因子 C/(tC/TJ) 碳氧化率 q 碳排放系数 y 

柴油 42652 20.2 0.98 3.10 

焦炭 28435 29.5 0.93 2.86 

煤炭 20908 26.4 0.94 1.90 

煤油 43070 19.5 0.98 3.02 

汽油 43070 18.9 0.98 2.93 

燃料油 41816 21.1 0.98 3.17 

天然气 38931 15.3 0.99 2.16 

原油 41816 20.1 0.98 3.02 

 

表 3 2015—2019 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 

区域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变化趋势 2019 年排名 2017 年“金改后”排名变化 

东部 

北京 0.4117 0.4202 0.4170 0.4129 0.3984 ↓ 29 -4 

天津 0.3740 0.3869 0.3726 0.3705 0.4035 ↑ 28 2 

河北 0.4800 0.4679 0.4796 0.4898 0.4552 ↓ 18 -7 

广东 0.3967 0.3962 0.3994 0.3999 0.4076 ↑ 27 1 

海南 0.4998 0.4954 0.4940 0.4745 0.4769 ↓ 15 -7 

上海 0.3874 0.3918 0.3993 0.3974 0.3949 ↑ 30 -1 

江苏 0.4137 0.4211 0.4188 0.4184 0.4114 ↓ 26 -2 

浙江 0.4233 0.4234 0.4244 0.4292 0.4407 ↑ 21 2 

福建 0.4186 0.4395 0.4347 0.4339 0.4299 ↑ 23 -1 

山东 0.4690 0.4707 0.4899 0.5097 0.4858 ↑ 13 -4 



 

 8 

均值 0.4274 0.4313 0.4330 0.4336 0.4304 ↑   

中部 

湖北 0.4392 0.4508 0.4463 0.4525 0.4706 ↑ 17 3 

湖南 0.4338 0.4364 0.4356 0.4298 0.4221 ↓ 25 -4 

安徽 0.4632 0.4816 0.4685 0.4944 0.5178 ↑ 9 6 

江西 0.4217 0.4395 0.4696 0.4853 0.5117 ↑ 10 4 

山西 0.4780 0.4512 0.4601 0.4795 0.5089 ↑ 11 6 

河南 0.4726 0.4874 0.4723 0.4534 0.4447 ↓ 20 -7 

均值 0.4514 0.4578 0.4587 0.4658 0.4793 ↑   

西部 

重庆 0.4488 0.4496 0.4573 0.4388 0.4390 ↓ 22 -4 

四川 0.5152 0.4998 0.4548 0.5015 0.4813 ↓ 14 5 

贵州 0.3883 0.3858 0.4022 0.4749 0.5838 ↑ 1 26 

云南 0.5234 0.5240 0.6256 0.5914 0.5346 ↑ 7 -6 

陕西 0.3985 0.3981 0.4110 0.4058 0.4256 ↑ 24 2 

甘肃 0.5331 0.5325 0.6103 0.5920 0.5732 ↑ 2 1 

青海 0.4538 0.5649 0.6148 0.6560 0.5538 ↑ 5 -3 

宁夏 0.6506 0.4543 0.4787 0.4365 0.5715 ↓ 3 9 

新疆 0.5051 0.5071 0.5015 0.5017 0.4711 ↓ 16 -10 

广西 0.5090 0.4979 0.5180 0.5509 0.5367 ↑ 6 -1 

内蒙古 0.5546 0.5696 0.4944 0.6060 0.5231 ↓ 8 -1 

均值 0.4982 0.4894 0.5062 0.5232 0.5176 ↑   

东北 

辽宁 0.4732 0.4980 0.5403 0.5626 0.5646 ↑ 4 0 

吉林 0.4637 0.4646 0.4653 0.4556 0.4542 ↓ 19 -3 

黑龙江 0.4765 0.4892 0.4814 0.4871 0.4994 ↑ 12 -2 

均值 0.4711 0.4840 0.4957 0.5017 0.5061 ↑ — — 

全国 均值 0.4620 0.4656 0.4734 0.4811 0.4833 ↑ — — 

 

由表 3 可知，2015—2019 年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升有降，但全国均值处于上升趋势，本文按东、中、西、东北计算

区域内各省份总得分的平均值，得到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如图 1 所示。2015—2019 年中国绿色金融整体发展水

平呈上升趋势。除 2016 年中部地区和 2019 年东部地区有所下降外，四个地区各年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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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态势良好。 

 

图 1 2015—2019 年四大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对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影响。2016 年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其有利于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发挥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用，且在 2017 年 6 月设立浙江、广东、贵州、

江西、新疆五省区部分地区为第一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下文简称“金改区”)。为验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效果，本文将

2017 年与 2019 年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排名做差值运算，得到结果如表 4 所示，从排名变化中得出，东部地区中天津、广

东、浙江排名有小幅上升，这证明了广东与浙江作为第一批“金改区”，两年的发展略见成效，除此之外，其他地区均有所下降，

其中河北、海南下降幅度较大。中部地区只有湖南与河南两省排名下降，而安徽、山西上升幅度较大，均上升 6位，作为第一批

“金改区”的江西也上升 4位。西部地区排名变化较大，贵州上升 26位，可见，经过两年的探索与实践，贵州绿色金融改革试

验区建设取得了较大成效，且对全省产生了较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了全省的绿色转型；而同样作为“金改区”的新疆排名却

有较大幅度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新疆疆域辽阔，各市之间距离较远，空间上较难形成正向联动影响，使新疆试验区的绿色金融改

革未能惠及全省。东北三省中辽宁排名未发生变化，吉林、黑龙江二省均有小幅下降，变动不大。 

表 4 2017—2019 年第一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排名变化 

省份 贵州 江西 浙江 广东 新疆 

排名变动 26 4 2 1 -10 

 

2.2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空间特征分析 

2.2.1 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从表 3各省份 2019年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排名来看，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前五名的省份依次为贵州、甘肃、宁夏、辽宁、

青海，这些省份中有 4个位于西部地区，1个位于东北地区。贵州省居于第一位，这与贵州作为我国第一批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后五名的省份依次为江苏、广东、天津、北京、上海。四个区域及全国的排列顺序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

全国>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和东北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和中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区域绿色金融

发展空间演变特征，本文基于 ArcGIS10.2 软件，选取 2015 年和 2019 年两个时间截面，采用自然断点法将中国 30 个省份划分

为低水平区、较低水平区、一般水平区、较高水平区和高水平区五种类型，如图 2 所示。2015—2019 年，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



 

 10 

展水平空间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来说：(1)高水平区数量增加了 4个，包括西部地区的内蒙古、甘肃、贵州以及东北地区

的辽宁。(2)较高水平区增加了山西、江西、安徽 3省，而新疆、四川、海南跌出较高水平区。(3)一般水平区由 2015 年集中分

布于中部、东部和东北地区，到2019 年离散分布于中、东、西、东北四大区域中。(4)较低水平区由南向北转移。(5)天津、上

海、广东处于低水平区未变，陕西、贵州跳出低水平区，北京、江苏、湖南跌入低水平区。总体而言，中国区域间绿色金融发展

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异，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 

 

图 2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分布 

注：审图号为 GS(2020)4632号。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知，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绿色金融发

展水平高。原因可能由于：第一，不同地区绿色生态基础以及经济发展理念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处于主体功能区的重点开

发区，往往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绿色金融发展相对缓慢；良好的生态优势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23]，欠发达地区一般处于限制

开发区，相应的生态环境政策对产业发展已有初步甄选，绿色金融对产业支持见效就较快。这方面，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国家在

西部地区实施三北防护林、三江源生态工程等多项生态建设工程修复生态环境，制定了《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

(2012—2020 年)》等规划支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通过生态移民、人口外迁给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减压，并给予西部地区财政

转移支付、专项金融支持项目、金融扶贫和生态补偿等，在很大程度上为西部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二，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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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地区存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后发优势。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地域开发潜力巨大，“十三五”以来新发展理念的贯彻

实施，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骤加快，为绿色金融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以东北地区为例，自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以来，从

“三高一剩”到“绿色低碳”的产业转型发展步伐加快，作为重工业基地，能源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极大地释放了巨大绿色金融

需求，绿色金融政策效果容易体现。除此之外，由于本文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用的是相对指标，通过观察原始数据与结合实际情况

来看，发达地区指标分子项虽然高于欠发达省份，但其分母项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总量也较大。各省份地域范围、经济总量、资

源状况等情况不同，只有采用相对指标才能使不同区域间具备可比性，否则会出现绿色金融排名向发达地区一边倒的结果，本文

的指标体系设计刚好克服了这一不足。 

2.2.2 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首先借助 2015—2019 年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全局莫兰指数来研究我国绿色金融的总体空间关联特征，结果如表 5所示。样

本期内各年份的莫兰指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莫兰指数在 2015—

2018 年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在 2019 年有些许下降，整体来看，集聚程度在不断提高，并且区域间可能存在近邻效应，即某地区

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会对邻近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基于 Moran 散点图进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出高—高集聚、低—高集

聚、低—低集聚、高—低集聚的空间集聚特征。四种类型集聚区占比不同，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其中，低—低集聚

区和高—高集聚区各占比达 30%；低—高集聚区和高—低集聚区各占比为 15%。各类型集聚区的区域分布各异，高—高集聚区主

要位于西部地区，包括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低—低集聚区集中在则基本位于东部地区，东西

差异明显；高—低集聚区分布在辽宁、安徽、福建等地区；低—高集聚区分布在吉林、广东、重庆等地区。 

 

图 3 2015年、2019 年的 Moran 散点图 



 

 12 

表 5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全局 Moran’s I 

年份 Moran’sI Z 值 P 值 

2015 0.23 2.25 0.01 

2016 0.30 2.75 0.00 

2017 0.38 3.46 0.00 

2018 0.39 3.49 0.00 

2019 0.33 2.98 0.00 

 

 

图 4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冷热点空间演变 

为进一步佐证 Moran 散点图对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局部空间关联特征的刻画，并揭示具体省份间的空间关联格局的演化

趋势，利用 Getis-Ord 指数绘制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冷热点空间演变图。如图 4 所示，2015—2019 年，冷热点区空间分

布变化总体较大，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2015 年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数量分别为 3个、15个、7个和 5

个，2019年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数量分别为 7个、7个、9个和 7个，热点区数量增加，热点区主要集中在西

部地区，并存在一定的外向扩张趋势；次热点区呈大幅收缩趋势，主要集中在中部、西部地区，表现为原来为次热点区的新疆、

云南、重庆、黑龙江升为热点区，吉林、辽宁、京津冀、湖南降为次冷点区，仅有广西、海南由次冷点区升为次热点区，内蒙古、

宁夏、陕西、山西、贵州为稳定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和冷点区均呈扩张趋势，次冷点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且呈向北扩张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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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河南、浙江、广东为稳定次冷点区，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并向北、向西扩张，2019 年山东、湖北跌入冷点区，

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广西为稳定冷点区。总体上，相比于 2015 年，2019 年热点区、冷点区、次冷点区均增加，次热点区

大幅减少。大部分西部省份呈次冷点→次热点→热点的变化趋势，而大部分东部省份呈次热点→次冷点→冷点的变化趋势，表明

中国区域绿色金融东西部冷热点两极分化严重，区域差距较大且呈加深趋势。虽然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存在正向辐

射带动作用，但由于“极化—涓滴”效应受距离和时间的限制，所以整体改变不大，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西高东低的局部空间格局

未发生明显变化。 

3 中国绿色金融障碍因子诊断 

3.1 准则层障碍因子诊断 

由表 6可知，从省域层面来看，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社会投资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五大准则层在不同省份

的障碍度有较大的差异。以 2019 年为例，绿色保险对 30 个省份都存在较大的阻碍作用，绿色社会投资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对

大多数省份也有较大的阻碍作用，绿色证券和绿色信贷的阻碍作用较小，这说明绿色金融的三个层面即绿色保险、绿色社会投资

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都还有待提高。绿色保险、碳中和金融支持率和绿色社会投资几乎是所有省份最大的障碍因素，三者普遍在

0.25 以上，这说明在提升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加强绿色保险的发展、碳中和金融支持率和绿色社会投资是极其重

要的。从各准则层横向对比来看，2019 年绿色信贷和绿色证券障碍度最高的均为青海省，绿色保险障碍度最高的为内蒙古，绿

色社会投资障碍度最高的为黑龙江，碳中和金融支持率障碍度最高的为新疆。 

表 6 2019年绿色金融省际五个维度障碍度诊断结果及排名 

区域 

绿色信贷 绿色证券 绿色保险 绿色社会投资 碳中和金融支持率 

障碍度 排名 障碍度 排名 障碍度 排名 障碍度 排名 障碍度 排名 

东部 

北京 0.0885 13 0.1042 14 0.3121 11 0.2293 26 0.2659 17 

天津 0.0952 10 0.0919 20 0.3125 10 0.1935 30 0.3069 6 

河北 0.0741 25 0.0725 25 0.3271 6 0.2144 29 0.3119 4 

广东 0.0838 16 0.0990 16 0.3357 4 0.2269 28 0.2546 22 

海南 0.1069 5 0.1078 11 0.2618 25 0.3032 4 0.2204 26 

上海 0.0971 7 0.0876 21 0.2990 15 0.2372 23 0.2791 16 

江苏 0.0807 18 0.0845 23 0.3102 12 0.2365 24 0.2880 11 

浙江 0.0888 12 0.0930 19 0.3054 13 0.2502 15 0.2626 18 

福建 0.0921 11 0.0677 26 0.3404 3 0.2520 12 0.2478 24 

山东 0.0829 17 0.0786 24 0.2926 17 0.2468 18 0.2991 7 

均值 0.0890 — 0.0887 — 0.3097 — 0.2390 — 0.2736 — 

中部 湖北 0.0772 21 0.0946 17 0.3217 8 0.2460 20 0.26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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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0.0658 26 0.1128 7 0.2815 23 0.2601 10 0.2798 14 

安徽 0.0751 23 0.0571 29 0.3146 9 0.2449 21 0.3083 5 

江西 0.0479 28 0.0932 18 0.3248 7 0.2549 11 0.2792 15 

山西 0.0540 27 0.1106 9 0.2904 19 0.2288 27 0.3162 3 

河南 0.0747 24 0.1094 10 0.2706 24 0.2475 16 0.2978 10 

均值 0.0658 — 0.0963 — 0.3006 — 0.2471 — 0.2903 — 

西部 

重庆 0.1007 6 0.0577 28 0.3042 14 0.2507 13 0.2867 13 

四川 0.0970 8 0.1128 8 0.2984 16 0.2964 5 0.1953 27 

贵州 0.1142 3 0.1162 5 0.2879 20 0.2352 25 0.2465 25 

云南 0.1235 2 0.1054 12 0.3409 2 0.2744 8 0.1557 29 

陕西 0.0842 15 0.0475 30 0.3344 5 0.2465 19 0.2874 12 

甘肃 0.0964 9 0.1048 13 0.2597 26 0.2766 6 0.2626 19 

青海 0.1598 1 0.1960 1 0.2380 28 0.2505 14 0.1557 30 

宁夏 0.0868 14 0.1006 15 0.2457 27 0.2472 17 0.3197 2 

新疆 0.1131 4 0.1137 6 0.0783 30 0.3454 2 0.3496 1 

广西 0.0801 19 0.1260 4 0.2905 18 0.3120 3 0.1914 28 

内蒙古 0.0756 22 0.0853 22 0.3430 1 0.2422 22 0.2539 23 

均值 0.1028 — 0.1060 — 0.2746 — 0.2707 — 0.2459 — 

东北 

辽宁 0.0790 20 0.0628 27 0.2870 21 0.2730 9 0.2982 8 

吉林 0.0430 29 0.1406 3 0.2848 22 0.2749 7 0.2567 21 

黑龙江 0.0237 30 0.1933 2 0.0967 29 0.3884 1 0.2979 9 

均值 0.0486 — 0.1322 — 0.2228  0.3121 — 0.2843 — 

全国 均值 0.0765 — 0.1058 — 0.2769 — 0.2672 — 0.2735 — 

 

从区域及全国层面来看，绿色保险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及全国最大的障碍因子，绿色社会投资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障碍因

子。从表 7可以看出，从各准则层障碍度大小来看，绿色保险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最大障碍因素，其次为碳中和金融支持率、

绿色社会投资，因此，提升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要以这三方面为主要抓手。绿色证券和绿色信贷的障碍度较低，其中绿色信贷的障

碍度最低。从各准则层障碍度变化趋势来看，在三大障碍因子中，绿色保险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障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绿色社

会投资障碍度呈上升趋势，抑制作用逐渐增强，为此未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重点应为绿色社会投资。与此同时，绿色证券的阻

碍程度也逐年上升，其虽不是影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阻碍因素，但也应在今后的发展中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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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全国层面五个维度障碍度 

年份 绿色证券 绿色信贷 绿色保险 绿色社会投资 碳中和的金融支持 

2015 0.092 0.089 0.293 0.243 0.282 

2017 0.096 0.089 0.300 0.257 0.258 

2019 0.101 0.085 0.286 0.260 0.268 

 

3.2 指标层障碍因子分析 

在五个维度分析的基础上，为确定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根据各指标的障碍度大小，筛选出障碍度超过 3%的

障碍因子，在此基础上，对指标层所含的 10个指标分别绘制了 2015 年和 2019年中国各省频次分布直方图，如图 5所示。 

 

图 5 2015年、2019 年中国绿色金融障碍指标省份频数分布 

由图 5 可知，2015 年各指标层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主要障碍因子有绿色保险子系统的绿色保险规模占比(X5)、绿色社会投资

子系统的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占比(X7)、碳中和金融支持率子系统的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X10)，频数分别为21、20、25。充分

说明绿色保险规模小、治理环境污染投资不够、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低是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也与上述绿色

保险、绿色社会投资、碳中和金融支持率子系统整体障碍度偏高的分析结果一致。2019年影响普遍的障碍因素与2015 年基本相

同，绿色保险规模占比和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占比的障碍度均有所上升，说明二者对提高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阻碍增强。碳中

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X10)的频数有所降低，主要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以及人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但其仍是提高我国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需要克服的最重要的障碍因素，绿色证券准则层的环保企业市值占比(X3)和高耗能产业市值占比(X4)的频数也

有所上升，表明绿色证券对未来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第一，从绿色金融发展时间特征来看，2015—2019 年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升有降，总体来看处于上升趋势但水平不

高；试点后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总体提升，证实了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对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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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成效。 

第二，对绿色金融发展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空间分异明显，总体呈现东部→中部→东北→

西部地区递增的空间格局；且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正空间自相关，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

为主；热点区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东西部区域差距较大且呈加深趋势。 

第三，障碍因子诊断法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保险、绿色社会投资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是阻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

且各区域阻碍因素各异；指标层障碍因子分析结果得知，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对绿色金融发展阻碍作用最大。 

4.2 启示 

第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态势良好且有较大发展空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成效显著，其他地区应该学习五省八地实验

区各自的创新路径与举措，借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先进经验，大力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第二，根据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分析结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东部发达地区应

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应坚持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空间相关性结果表

明，各地应加强同周边地区绿色金融的合作，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发挥高绿色金融水平地区的正向辐射带动作用，促

进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 

第三，障碍因子诊断结果揭示了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阻碍因素，因此，在探索提升绿色金融发展路径时，应该坚持

“因地制宜”，以本地区主要障碍因子为抓手。指标层障碍因子分析结果得知，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对绿色金融发展阻碍作

用最大，因此，加大碳中和的金融支持力度应成为未来发展绿色金融的重点。碳中和的金融支持既包含对碳排放企业的转型支

持，也包含对碳吸收相关主体的金融支持，是促进全面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抓手，提高区域绿色金

融发展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有利于实现“双碳”目标的项目，明确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阻碍因素，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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